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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浙江厘金包认制的形成与演变 

侯 鹏 

(苏州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出于提高征收效率以应对口岸海关制度竞争的目的，清末浙江厘金征收制度逐渐向着包认制转变，商

人同业组织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征收职能。虽然在实际运行中，官商之间达成的包税协议因个人私利的过度营求

而显得脆弱不堪，但它对此后营业税的倡办及整个财政体制的近代化转变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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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在传统中国的赋役征收中，包揽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它是指纳税人通过支付一定费用将自己的纳税责任转交给包揽人，

由后者负责向衙门输纳的行为。对这种行为的起源，大约可追溯至北宋“熙宁变法”中免役法的实施。由于免役钱发放不及时，

所谓的雇役多由不支雇钱的“投名吏人”充任，至南宋，无禄吏人名目日繁，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包揽性质，“大驵侩、仕家子

与吏为奸，以官为市，揽纳以制民之命”
[1]6

。在此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上述“以官为市，揽纳以制民之命”的包揽行为作为

地方行政体制的附着物已演化成社会的常态。包揽者与乡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复与衙门吏役相勾结，或直接担任吏役

之职，只要涉及官与民相互接触的领域，就会有他们的存在。
①
而在传统中国的行政伦理中，追求对乡村世界直接而均平的课征

始终是衡量其合法与否的基本标准，包揽虽不可或缺，却又被视为是吏治败坏，道德堕落的体现。降至晚清，在部分改良者的

政治议题中，开始出现将上述包揽行为纳入正规行政体制的建议
[2]58-60

，但其在制度上的突破则首先出现在地方政府对厘金包揽

的整顿之中。 

厘金是太平天国战后遍行于各省的一种内地商业税，其在征收中同样广泛存在着包揽行为。但与传统田赋征收中的包揽不

同，厘金包揽所涉及的不是以土地关系为中心的城乡整合，而是对商品流通市场的动态把握。控制对象的不同导致其形态与最

终演变的格局亦逐渐突破了旧有行政伦理的规限。对此，已有研究尚未有深入涉及。笔者以浙江厘金包认制的产生与演变为主

题，就其运行中所涉及的社会关系及演变形态做一考察。 

二、包认征收的形成 

按照罗玉东的分类方法，厘金征收按照征收对象可分为百货厘、盐厘、洋药厘和土药厘四种。其中百货厘金按课税地点的

不同又可分为出产地厘金、销售地厘金和通过地厘金。在征收制度上，则有官征与商人包缴的区别。
[3]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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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地区，商人包缴的做法首先出现在沿海口岸的落地厘金之中，主要包括杭城洋货落地捐、宁温二郡洋广货捐、宁波

镇海船货捐、宁郡闽货捐四项，包认对象主要包括进口的洋货和土货。通商口岸的开辟刺激了东南沿海埠际贸易的发展，但当

口岸货物入内地行销时，若没有同业公会的介入则完全无法实现。在宁波口岸，洋布的内销“已尽操纵在华人商号之手中，他

们与内地之交易昌盛而洋商无插足之地矣。虽然洋商也曾力争，而结果仍属徒劳。那些沪上匹头巨子与宁波之匹头商或以易货

或以照管待机等手段联盟，以至生意兴隆，利市三倍，而洋商徒呼奈何”
[4]129

。当转运内地时，宁波商人也因在“货物交割后并

给予一个月内优惠付款之办法”
[4]475

而吸引了大量买主。出于抵制子口半税的动机，浙江厘局在口岸大宗货物的内地行销中与相

关同业公会或商人达成了包税协议，下面就以宁波口洋匹头的包认为例，说明其形成过程。 

宁波匹头的包认协议最初发生于 1873 年。这一年 6 月，宁波厘局和匹头公会达成协议，在年缴 14 700 两后，“凡由宁波

匹头公会会员运进口匹头往绍兴、金华、衢州、严州和处州豁免内地应征洋货匹头各税”
[4]153-154

。很明显，在最初的协议中，厘

局是要借助对匹头征收的垄断以抵制子口税对其税源的侵蚀，这自然招致海关的强烈反对。在表示强烈抗议并上诉到省府的同

时，海关也改变了过去只有洋商才能请领子口半税单照的规定，同意以后华商也可独立领取子口半税单照入内地行销。
[4]154

包税

的计划虽暂时拖了下来，但相互间的协商肯定一直在继续，至迟在 1877年，新的协议就已达成，其对运入内地的棉、毛制品征

税安排参见表 1。 

 

从表 1可见，在 1877年的包认协议中，厘局与海关达成了妥协，匹头公会的包认额中不仅包括了口岸和内地厘金，同时也

将子口税纳入进来。其数额是根据 1877年洋布运入内地数估算的，其中“进口厘金”每月 710 两，“都是经过匹头行业公会通

事根据进口数量折算出每件棉制品之应缴铜钱”；“落地厘金”614两，“是经公会通事估算过摊在运入内地每件制品上应是多

少”而来的
[4]184

。同时这些定额中还包括给予承包方——宁波匹头公会 20%的回扣
[4]496

，每件棉制品折算下来只交铜钱 42文。 

口岸商人同业组织借助传统的商业纽带控制了内陆商品市场的流通，同时又通过包认税金的方式在海关与厘局的利益博弈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枢纽作用。而对厘局来说，在涉及口岸厘金的征收时，考虑最多的仍是如何与子口税争夺税源，通过包认

征收给商人以优惠是最常见的办法，除了匹头以外，宁波口还有更多的货物选择沿途纳厘而不是缴纳子口半税进入内地。 

1878 年，藤的进口中，只有 1/3 是通过子口税单进入内地，“还有更多一部分是通过缴纳厘金，其税率略低于子口半税运

入内地”
[4]198

。1878年 6月，“锡之厘金税率每担下降白银五钱，而且还承包出去。为了鼓励锡的进口，以及其承包人还准许给

每担 8厘之酬金”，使该年五金进口总数只及 1875年的一半。
[4]
218至 1881年，“据传五金业也逐渐为行会所垄断，对锡、铁

和煤都推行厘金征收承包制度，把洋商排挤出竞争之外”
[4]240

。由于厘金已降到不足子口税的半数，虽然锡仍然大量进口，但在

1884年的海关统计中已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内地贸易”项目了。
[4]254

1888年，“据悉，宁波厘金局对食糖和煤油(也许还有其他

货物)之内运比海关入内地验单制度更为优厚之待遇给有关商人”
[4]267

。1903 年，糖与煤油进入内地数均见减少，“非销用之减

少也，皆因商愿沿途完捐而运，较领单尤为省费也”
[4]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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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口岸经济的规模则会影响到上述包认模式的推广程度。在温州口岸，由于进口规模小，没有形成统一的商人组织，

厘金包认后的税率不仅高于宁波且变动频繁。1878年，温州仿宁波办法，把匹头的进口厘金包给 3名承包人。棉制品每年 1 455

海关两，毛织品 300海关两，有 10%的回扣，同时采取华洋有别的办法，华人每件棉制品 67文，洋人 58文。后来认额提高到 1 

700 两和 320 两，税率一律统一为每件 52 文。1881 年收回官办，每件增为 57.6 文，口岸厘金加子口税共 118 文，大大超过了

宁波的税率。
[4]496-497

由于缺乏像宁波匹头公会那样有力量的垄断组织，温州的包税人极易受厘局摆布，也很难捞到更多的好处。

1878年，他们在包认了进口厘金后自创了一种价格极其低廉的“分运单”，厘金缴纳人只需出 24文就能办到一份，以此来顶替

海关发放的子口税单。
[4]497

但很快在 1879 年，海关就宣布这几个包税人搞的“分运单”为非法，不能替代子口税单的效用，海

关的内地贸易统计才重有起色。
[4]484

 

对于内陆商品流通，包认征收最初多由商人零星提出承办，根据光绪二十三年比额册的记载共有以下几项(见表 2)。 

 

表 2中所列只是一部分。其中温州绸业认捐创于光绪九年，由绅士认捐，年纳钱一千四百串，其他认捐何时创办难以知道，

且捐数前后变化很大。
[5]393

其创办初衷，都是为了避免见货抽厘逐卡查验之繁琐，由业户举充商董，认定捐数，按户分摊，由商

董汇缴局卡。
[6]65-66

除由厘卡包认外，也有由绸业自认的，他们没有专设抽收机构，就由同业会馆或“值年绸庄”负责抽收。如

杭州绸业认捐，就统由该业设在杭州惠清巷的会馆观成堂负责征收，“凡货物出口必先送至董事处呈验，给予联票封单，否则

以偷漏论，或将其货充公，或照其数十倍加罚，立法严密，„„”
[7]
再如温州双门卡药业认捐，在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即已开办，

“通年认定药材捐钱五百六十千文，填给行商四联票，并入厘捐，按月报解”，同时按月填给行商护票(即前述“护照”联)以

备沿途查验。
[8]536

 

进入 19世纪 80年代，包认征收得到日益广泛的推广，在 1880年的海关报告中，浙海关监督对浙江厘局推广包认征收的动

机做了非常明确的解释: 

现在从洋药和洋棉、毛织品方面就可窥测到中国当局是如何以其主动行为引入这错误百出厘金制度之苦衷也。积二十年来



 

 4 

之经验，在码头、车站货物集散之处涓滴征收，难免会有挂一漏十之虞，不啻效果不好，反有兴师动众之弊。所以最好是在分

配之前，一次就把税征掉。若是厘金都采用这一办法征收，那么就不说是全部至少也是绝大部分之税金落入省财库矣。
[4]235

 

除了抵制子口税这一点外，包认对商人有利，同时也使厘金的征收更有保证。浙江厘金官征之法以拦路设卡，征于行商的

通过地厘金为主，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昂，征收繁琐且贪腐积弊难除，对正项的侵蚀越来越重。意识到这一点，浙省当局也逐

渐倾向于组织商人自行包认，遂在光绪末年举办了两次大规模的认捐改良，使包认征收正式成为一种被普遍认可的制度设计。 

三、包认征收的演变 

1.1898年嘉兴府改办认捐 

与此前商人的零星承办不同，1898年在嘉兴府举办的认捐是一次步调统一的制度整顿。这不仅由于原有厘卡征收积弊难除，

且与条约制度向内地的渗透密切关联。 

嘉兴府所在的浙北地区地处江南腹地，是上海口岸与浙江内地经贸往来的必经之地，港汊纵横，商路分歧，设卡征于行商

的方式积弊重重。虽然此前规定往来各货皆于头卡一次缴足，但实际上由苏、沪等处入浙之货，多由首卡收捐一二成，逢卡再

行抽收，直至到地补足。货物自入嘉兴府境以至湖墅，多达十余卡，收税卡节节补捐，查验卡节节收取陋规，“商民敢怒而不

敢言亦莫有过于嘉属者”
[9]1
。在改办认捐前，全府共有正分各卡八十一处之多，所需开支钱四万九千余串，占整个征收数(十六

万五千余串)近四分之一，在归公的十一万六千余串中，又有航业认捐钱三万四百串不需厘卡征收，每年八十一卡实际所征收的

只有八万五千六百余串，大量的收入通过收取补捐和陋规被纳入私囊。
[9]1

 

有鉴于此，嘉兴改办认捐就与裁撤冗卡、提取盈余等活动紧密结合在了一起。1896 年，整顿由藩司恽祖翼主持，以查办温

属小南门茶卡为起始，限令一月，令浙江各属厘卡“务须将中饱之资和盘托出，先其甚者再及其次”
[10]12

。1898年初，恽祖翼又

呈请督抚廖寿丰，“除二十六卡外，如湖属之乌镇、双林、菱湖，杭属之塘栖，嘉属之塘汇、俞汇、濮院、嘉善、青阳汇，绍

属之百官、余姚、临浦等共十二卡似应一体饬令开报，仍以一月为限”
[10]14-15

。最终提出盈余钱洋并计共合银十六万二千余两。
[10]17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亲身体会到，整个官征系统已经固结为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群体:“溯查历年短拙之由，不外委员侵

欺，司巡卖放，商贾偷漏三端。„„其侵欺卖放不外收受陋规，此中名目綦繁，有活款有呆款，有委员司巡合受之款，亦有分

受之款，猫鼠同眠恣为贪黩，中饱情形几于视同固然，绝不为怪”
[11]16-17

。 

与此同时，杭州于 1896 年 10 月 1 日开埠，一整套海关征收制度被植入内地，从而改变了过去浙北地区只有厘卡征税的局

面。商人只要在杭州报关，就可以彻底摆脱赴沪途中的种种补捐勒索，对于浙江厘局来说，它不仅可以让正捐减少，而且沿途

的补捐和陋规也会因为提前报关而化为乌有，次年嘉兴就出现了“轮船拖带民船，插挂关旗，以至补捐之数渐见短少”的情况。
[9]1

对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在货物起运之前就将税征足。 

在上述背景下，嘉兴认捐的基本做法是将行商货物分别落地和土产一起交由各业户、铺户自行征收，或一业合认，或各铺

分认。其包认数是由厘局将厘卡征收的货厘在各卡间分配，再结合各户对日常进出各货的估计，“由各业首领约计成本货物，

公议摊缴”，具结包认，各业认定的捐数不得因个别店铺闭歇而减少，添开亦不加增。截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共认有十七万

串左右，主要是进口落地货，许多土产大宗如王江泾绸捐、嘉善窑捐等项并未议定。
[9]23

其所谓落地认捐与“坐贾”不同，大部

分是要再转运它处的，其中以运往塘栖湖墅者居多，占六七成；其次以塘湾为集散地销往本属城镇，三四成；此外还有销往湖

州等处之货。
[9]20

 

在征收交于商人后，厘卡的职能主要是收款，颁发分运单、护照等票照，明示洋价，工作内容大大减少，其裁撤也就顺理

成章。厘卡数目由原来的八十一处减为正卡七处，另留分卡二十处，各卡委员都是由省局直接指派，“将七卡捐务另刊钤记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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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以昭信守”，郡局亦改由现任知府兼办，由于距省府较近，解款改由各卡直接交付省局，所收也直接上解省局。
[9]13

其厘卡分

布前后对比详见表 3。 

 

由表 3 可见，嘉兴府厘卡设置由于征收职能的转变而发生了极大的简化，大量所谓“直塘散设”分卡和偏僻之处的“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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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都被裁撤。所保留之卡多为“附郭巨镇”之卡，所在地基本以县境为界，多处于商业繁盛的商品集散地。从其分布及卡名

看，认捐后设卡的重点在保住丝捐这一大宗收入，然后将各卡货厘尽可能包认给商户。厘卡大量裁并后，每年局用减少至钱二

万五千余串，为原来的二分之一，巡丁名目的革除使浮收勒索的情形大为减少。但因所认捐数固定，通年收入约钱十八万串，

比之过去并未有大幅增加。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种包认形式下，厘卡委员虽不再直接参与收捐，却能够根据各类商货的销量变化调剂运照颁发，常能

从中得利。据清末江苏谘议局对嘉兴认捐的调查: 

现在收捐局所舞弊情形，如此业年认千元，本可填三百元出运浙省他府，免捐联票，而彼业亦年认千元本亦可年填三百元

出运浙省他府，免填联票，乃此业之货每年销至他府者通年不过百元，而彼业之货通年销至他府者有五百元之多，局所司员即

将此业之票移填彼业，彼业则私送司员或百元或数十元，即可邀免他府首卡补捐之二百元，局所中通年核计，但须核至照通年

认捐总数不逾三成即无须添解公中正数捐项，约计近年局中私收陋规以全属论每年有二万余元之谱。
[12]23

 

在认捐数额固定的情况下，征收双方将本可增加的税收以一种类似讨价还价的方式私下里瓜分了。这种认捐的权力交易性

质在光绪二十九年的征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1903年浙江改办认捐 

“庚辛事变”后签订的中英《马凯条约》确定了前此一直在进行的加税裁厘之议。条约允许中国加关税至 12.5%，前提是裁

厘改统，个别地方如江西等改办统捐，收效显著，然而大多数省则抱因循敷衍的态度。
① 

对清中央裁厘改统的要求，浙江报以举办认捐。光绪三十年四月，巡抚聂辑槼上奏，声称上年浙省举办认捐的用意与统捐

相同，都是调查土、客各货产销确数，由商人包认，“认定一宗之货则饬停一货之厘。一卡之货认完，即随时撤卡。迨认捐全

数办完，则局卡亦可全数裁尽。本省土客各货悉皆查清数目，异时或办常关，或办销场，或办产地，均有依据”
[13]691

。从其原定

章程的内容上来看，与柯逢时所说的统捐办法确有类似
②
，现将其章程内容简述如下: 

首先，确定货物的成本、产地、销地或主要通过地，以安排征收地点。其次，按行业将相关各货商人组织起来，选派诚实

商董，与厘卡委员议定捐数，取具保结，同时商董要预缴一季捐钱以为押金。承认后由总局印发三联单，“一纸给商，一纸存

董，一纸解局”，凡有客商运货，由商董收捐后填给联票，载明货物信息，经过各卡查验放行。
③
 

从其章程规定来看，此次认捐可以看作此前嘉兴认捐诸原则的进一步扩大，其要旨都是以对商品市场的地域把握为特色，

将征收行为尽可能设定于商品的起运地或销售地，同时减少对流通环节的征税。招商承办从光绪二十九年秋开始，至三十年初

陆续共认办 35项，但有些旋起旋灭，为时很短，其承办各项简况见表 4。 

从表 4 可见，包认的对象涉及浙江内陆流通的众多商品，基本上是以某一货物为主。有包认落地货物的，也有包认转运货

物的，既有土产，也有客货。包认范围也各异，以包认某卡中的某一类货物为多，但也有包认运销各属的货物，后者多为进口

洋货。征收由该业商人组成的收捐公所组成，主要负责人称商董，他们大都是某一地区世操此业的商人，并声称得到该业商人

的首肯。但此外还有厘卡卡员包认的，如衢属木捐，江干湖墅纸捐等。 

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此次认捐完全由巡抚聂辑槼的亲信文锦一手把持，他将私人利益无节制地渗入其中，使整个认捐看

                                                           
 ①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香港：大东图书公司 1977 年版，第 53-137 页。 

②柯逢时所述参见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册，香港 大东图书公司 1977 年版,第 53-54 页。 

③参见《浙江认捐总局认捐全卷》，卷首，《文锦原定认捐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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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更像是一次纯粹的商业交易，整个征收制度也因此变得更加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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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次认捐并未设立统一的办理机构。按规定各公所解款应直接解交总局，提调只负责稽核，不得收捐。但实际上文

锦把收捐之事搬到了自己家里，所有认捐款项，包括公费和押款都要先送到他的私宅，再由他转交厘捐总局。
[14]31

开办之初，尚

能如期解局，但从光绪三十年正月起，至次年八月他本人被调查为止，每次解款“俱挪迟一两月或十数日不等”，而在九月下

旬奉饬离职之际，九天之内连解六、七、八三个月正捐洋九万余元，公费洋一万一千三百余元。据估计在其任职的两年多，每

月始终积存有至少十余万元之多的款项，而当时一年认捐总额只有四十余万元。
[14]25 

 

通过把持这笔收入，文锦等人以各种方式为自己谋取私利。首先是在收、解款时浮抬洋价，买卖银洋。在三十五项认捐中，

除杭箔、参燕、苏烧三项外，其余都是以钱认捐，以洋批解。总局规定洋价为 900 文，而文锦收捐时每洋一元高抬数十文甚至

百文，综计抬价一项，可私收钱 26 085串。而在解交税务司的赔款中，“该革守经手兑易，查系以一零九六之规元解沪，以杭

司库平报局”，规元与杭司库平之间每百两近一元的差价都为他所攫取，统计可得“升水银”11 100余元。
[14]25-26

此外在挪迟生

息，欠解公费、押款等项下都被查出数额不等的贪款。总计为洋二万九千九百零一元，钱三万零八百四十五串六百三十三文。
[14]27

另据其同僚估计，“约计文锦长存之款，按月极少亦十余万元，若以当时折息合算，即作每月十万元，已得三千利息，半年则

一万八千元矣。其余半年照总局息借钱庄之价，按月八厘计算，又得四千八百元”
[14]4

。其收入多来自商人的贿赂，文锦倚仗与

巡抚聂辑槼的亲密关系，将其外甥陈祖荫安插为总收支委员，独揽办捐大权。商人承办，“非贿不准”，“外间谓无董事不自

贿来，无贿不自捐出”。对于捐数的认定，有时会不顾商人的承受力，“一再加增，几同买卖经营，加价攘夺”
[14]4

。因此整个

认捐过程不仅未作通盘的筹划，而且“(文锦)以认捐为买卖，操纵在手，准撤无常，在文锦招换一公所即多获一进益，为所乐

为”
[14]1

。 

可想而知，主动申请认办的商董必以谋取盈余为目的，才能把本钱赚回来。因此只会选取那些有可能盈利的项目去认办，

有些只是把一卡中有利可图的项目析出。如江干卡就有洋油、纸、南货等被析出，义桥的纸、竹木亦被分别包认，有些如“曹

蒿烟捐”，竟然只包认曹娥、蒿坝两卡所收烟叶的初次起验捐。有些厘卡被分为数公所，而该卡却并不裁撤。 

在付出不菲的价格取得认办权后，商董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应付正捐的基础上牟取利益，收回成本，因此在征收中很少考

虑如何改良制度。与此前嘉兴府的做法不同，此次认捐并未伴之以厘卡的合并与裁撤，许多公所还拥有自行设卡稽查的权力，

稽查人也是原来厘卡的职员，只不过现在变成了公所的雇员。如“宁船镇海毛猪捐”，就是由公所“慎选司巡”，“照向章收

捐”。而“杭绍扇捐”更是分设公所九处，用司事 28人密查偷漏。1909年厘捐总局规定，各铺户所雇司巡，必须要由各户具结

担保才能充任，若发生“侵挪走避情事”，惟具保铺户是问。
[15]

原有官设厘卡的诸种弊端都无一例外地出现在包认的公所之中。 

宣统年间，所办认捐剩下二十余项，其征收的苛责细琐较之官立局卡有过之而无不及。如当时的江干南卡，自包认以后每

以“徽杂货捐”一项与往来徽商龃龉不断，常以该项货物名目细微，便于偷藏为由，任意翻检，形同抢掠。而总局则以包认后

如何征收与己无关为由，推卸管理责任。
[16]

而“浙东席捐”自归宁商范源认办后，更违背原有起验定章，增设厘卡，以致引起

公愤。
[17]
由于把收税工作作为一项买卖来经营，交易双方所要考虑的只是将自己的私人利益尽可能多地附着在原有的征收体制

之上，清末浙江厘金的实际征收情况是:厘卡与公所，官征与包认杂错并立，并行不悖。 

余论 

在清末厘金征收改革中，地方政府试图将包揽作为一种可行的制度选择加以实行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首先，作为

太平天国战后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厘金征收制度全由各省自行厘定，有条件作出更加灵活多样的调整而不受中央政权的管控。

其次，商品流通变动不居，沿路设卡抽厘繁琐而低效，面对来自口岸条约制度的冲击，不论从提高征收效率还是控制地方税源

的动机出发，将征收交由商人自行组织完成都是较为合理的选择。 

虽然在实际运行中，官商之间达成的包税协议因个人私利的过度营求而显得脆弱不堪，但在包认过程中对市场产销地的调

查以及对商人组织的重视，使得商税征收从传统的专注于商品的贩运转向了商业经营本身。这对此后中国财政体制的演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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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至清末财政清理时，时人多认识到设卡抽厘妨碍贸易，有害民生的弊端，而在谈到改进办法时，多以筹办营业税为旨归，

以对产销地的商业营业资本或收入的课税取代对流通中的货物的直接课征，“令各业组织团体，凡有营业性质者，无论资本多

寡均需入公所报明营业状况，兼采认捐，坐贾捐办法，以同业全体公摊，产税销税并入其中，一面由各业公所自行调查，一面

官为调查”
[18]43

，从而对商人同业组织和政府职能的转变都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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